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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知君者无若我，知我者无若君”
　　　——时务学堂时期的黄遵宪与梁启超

□  阳正伟

 

 

摘要:  黄遵宪推荐梁启超为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，缘于梁氏的

才华、共办《时务报》结成的情谊以及取得的显耀业绩。两人

都参与了时务学堂的筹划和实施，以“开民智”为目的，用西方

人权、平等思想教育感化学生，激发学生应对民族危机，谋求

国家富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，培养其近代公民意识。戊戌政变

后，两人虽天各一方，但仍书信交流救国方略。两人互以对方

为知己，根源于抱持共同的救国救民情怀与思想主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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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批志士仁人向西方

探求救国救民真理的一次重要尝试，据变法的领袖

康有为言，戊戌变法实起自湖南，“中国变法自行省

之湖南起”[1]。在巡抚陈宝箴的倡导下，一些思想开

明的官绅竞相举办各种新政，其中较为著名的就是

被誉为“国中学校之藳矢”的时务学堂[2]。

当时参与湖南维新的人士中，只有黄遵宪因多

次出使外国，对西方器物文明和制度文明有切身体

验。正如亲历维新的湖南士绅皮锡瑞所说：“伊亲

到外国，较道听者自胜一筹”[3]。而全国维新运动的

主将梁启超，也参与到湖南的新政事业尤其是时务

学堂中。这段时期黄、梁两人抱持共同的救国救民

情怀与思想主张，惺惺相惜，为推动湖南新政竭尽

全力，精诚合作。这段时间的合作虽然短暂，却奠定

了两人一生友谊和继续探求救国方略的基础，在两

人的相交历程中具有重要意义。

一、黄遵宪推荐梁启超任时务学堂中文
总教习

维新运动期间，由于湖南巡抚陈宝箴等官员的

倡导，熊希龄等士绅的推动，创办新政事业在全国

各省中成效最为显著。梁启超说，湖南维新事务主

要在于三个方面：“盖当时湖南新政办有端绪者，在

教育、警察、裁判三事”[4]。在教育方面，最重要的就

是创办时务学堂。

时务学堂的创立，最早倡议于湖南士绅。1896

年秋冬之际，湖南士绅蒋德钧、熊希龄、王先谦、

黄自元、张祖同等人在长沙创设宝善成机器制造公

司，“开局之后，蒋君德钧复议请开设学堂，推广工

艺”，即设立学堂作为公司的技术培训学校。这个提

议为巡抚陈宝箴同意，于次年1月批准设立，并亲自

“命名时务学堂”[5]。

1897年6月，翁同龢推荐久历外交的黄遵宪任

湖南长宝盐法道，兼署理湖南按察使，管理一省食

盐的生产和运销，兼管钱谷和刑名。接受此任，黄

遵宪是满意且想借此有所作为的。他自幼接受中国

传统礼教的教育，早年的思想较为保守。直到1890

年4月至1891年秋在英国出使期间才发生改变，“在

英国的一段时间，是他改良主义思想确立和巩固的

时期”[6]。他此时为所作《日本杂事诗》改订序言，

对自己此前出使日本时期附和日本守旧派言论感到

愧悔，对日本“已开议会”表示欣慕，明确提出“改

从西法，革故取新”的主张[7]。到最具维新气象的

湖南任职，正可以让他可以有所施展。“从古荆蛮原

小丑，即今砥柱孰中流”，他有感于湖南已由过去落

后保守的地区转变成全国维新势头最强劲的地区，

因而踌躇满志，很想在此将自己的维新主张付诸实

施，“儒生首出通时务，年少群惊压老成”[8]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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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遵宪途经南京跟在此候补知府的湖南浏阳

人谭嗣同交谈，提出邀请《时务报》的主笔梁启超、

李维格分任时务学堂的中、西文总教习。1895年9

月，黄遵宪参加康有为在上海创办的强学会，是为

参加维新变法运动之始。二人“昂首加足于膝，纵

谈天下事”，“朝夕过从，无所不语”[1](P568)。康有为

此时有未向黄遵宪提及、推介自己的得意门生梁启

超，无从得知。但强学会1895年11月被清廷下令封

闭后，黄遵宪又在上海办《时务报》，以接续强学

会宣传变法思想的工作，委汪康年任经理，1896年

3月又“招新会梁启超至上海，始与启超交”[9]，邀

请梁启超担任《时务报》主笔。这似是他首度与梁

启超相交，此前有无交往则不见于史籍记载。他对

梁启超的文笔之佳与救国情怀都给予很高的赞誉，

曾对陈三立说：“吾所谓以言救世之责，今悉卸其

肩于某君矣”，大有让其取代自己的用意。他还写了

六首诗送给梁启超，“守此毛锥三寸管，丝柔绵薄

谅难支”，是告诉梁氏光靠办报撰文力量微薄，难

以挽救风雨飘摇的国事；“黄人捧日撑空起，要放

光明照天下”，是要梁氏担负起民族国家振兴的重

任；“寸寸河山寸寸金，侉离分裂力谁任？杜鹃再拜

忧天泪，精卫无穷填海心”“青者皇穹黑劫灰，上忧

天坠下山隤。三千六百钓鳌客，先看任公出手来”[8]

(P100-102)，意在勉励梁氏发挥自己出色的才华，为山

河破碎的国家贡献力量。1896年3月梁离京赴任《时

务报》主笔，与黄遵宪、汪康年等人一道，短期内即

取得显耀的成就。“一时风靡海内，数月之间销行至

万余份，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，举国趋之，如饮狂

泉。”[2](P68)与梁氏的这份交谊和梁氏办报取得的业

绩，是黄遵宪推荐其担任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的重

要原因。

早先倡议建立时务学堂的湖南士绅蒋德钧，当

时正在上海机器制造局任职，听闻这一讯息后，也

非常赞同黄遵宪的人选建议，致信王先谦、熊希龄

等湖南士绅说：“《时务报》西文李主笔，中文梁卓

如孝廉主笔，天下通儒也。我西教习聘李、中教习遂

聘梁何如？虽程度过高，局面稍阔，必能开风气，造

人才，有益于湘”。黄遵宪到湘后，又向巡抚陈宝箴

及诸绅推荐梁、李二人，遂顺利地得到陈宝箴等湖

南官绅的普遍赞同。熊希龄后来回忆此事说：“查

去年初立学堂，延聘梁卓如为教习，发端于公度观察

（按：指黄遵宪），建霞、邹沅帆及龄与伯严皆赞成

之，继则张雨珊、王益吾师亦称美焉。”[10](P585)梁氏

如此顺利地成为时务学堂的总教习人选，除了他任

《时务报》主笔时取得的显著成就已积累了良好的

声誉外，也与黄遵宪、谭嗣同、蒋德钧等人的极力推

荐、预先营造氛围分不开。

湖南方面答应接纳梁氏后，接下来黄遵宪还

要策动梁氏离沪来湘。他写信给梁启超，又写信给

《时务报》总理汪康年劝其放人，“学堂人师，为天

下楷模，关系尤重，故弟愿公为公谊计，勿复维系之

也”[6](P89)。为了打消汪康年的顾虑，他表示梁启超来

湘后，仍可每月为《时务报》撰写一定数量的文章。谭

嗣同也受熊希龄之请，致信汪康年加以劝说[11]。1897

年11月上旬，25岁的梁启超抱着“湖南新政办有端

绪”，可“展其所学”的愿望，终于来到时务学堂，

直到次年3月初，他离开湖南去上海养病，在湖南为

时5月。在这段时间，他与黄遵宪等人各尽全力，为

时务学堂的建章立制等，做出了重要贡献。

二、合力创办时务学堂

黄遵宪被巡抚陈宝箴委任为时务学堂“总理

官”后，将在日本、英国、美国的出使收获运用于学

堂的草创工作，“此举乃发动于廉访黄公度氏一人，

所有办学章程、授课科目，亦均由渠参酌东西各国教

育制度，一手订定”[12]。他还经常找学生谈话，相机

加以教导。唐才常在回忆蔡锷时提到：“按察使黄公

度与时务学堂同学联系密切，长约吾辈往官舍谈话，

娓娓不倦，态度和蔼，无清代官场习气。”[6](P90)

梁启超到长沙的第二个月也上书陈宝箴，对时

务学堂的开办提出非常详尽周至的设计。他以“广

民智”“伸民权”为中心思想，据此他认为时务学

堂应扩大招生规模（初时限招120人），对学生因材

施教，期以不同效果。他还放宽眼界，着眼于湖南

在当时列强环伺之下的自保，提出兴办学堂，开化

风气，不可只限于省会，还须遍及全省各地，“必使

六十余州县之风气，同时并闻，民智同时并启，人

才同时并成，如万军齐力，万马齐鸣，三年之间，议

论悉变，庶几有济。而必非一省会之间，数十百人

之力，可以支持”。要达到这一目标，必须满足两个

条件，“一曰朝廷大变科举，二曰州县遍设学堂”，

教 育 史 苑 “知君者无若我，知我者无若君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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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这在当时都难于实现。然而借助湖南的“官绅

之力”，仍可以在两方面有所作为，“一曰全省书

院……改课时务”，“二曰学堂广设外课”。梁启超

说：“专学中学不学西学者为外课，用学堂之法教

之”[10](P592)，也就是说，“外课”专门研习经史等中国

传统学术，而不关涉“西学”。如果这两方面推进顺

利，也可以弥补上述两个条件暂时难以实现的不足，

“与此二事相去不远”。他还对学堂延聘教师、授课

内容、培养步骤、教学方法等表明自己的看法，在教

学方法上，他提出“持此法以教之，间日必有讲论，

用禅门一棒一喝之意；读书必有札记，仿安定经义

治事之规”，即教师通过“讲论”对学生进行启发教

育，学生通过写读书“札记”真正将书本知识转化

为指导实践。此外，他也重视结合时势对学生进行

情感激励，“摩激其势力，鼓励其忠愤，使以保国保

种保教为己任，以大局之糜烂为身之耻疚”。对不

同年龄阶段的学生，他主张施以程度不同的教育内

容，以期达到不同的效果，“欲厚其根柢，学颛门之

业，则以年稚为宜；欲广风气，观大略，速其成就，

则以年稍长为善”。他还提出由官方提供州县学生

的路费和生活费，以免除其求学的经济压力。对学

生的学习时限、去处与利用，他也有所考虑：“速则

半年，迟则一年，即可遣散，另招新班。择其学成者

授以凭记，可以为各县小学堂教习”[4](P131-132)，让学

成的学生回到本县学堂教育当地学生。

作为总教习，梁启超“于精神教育，亦三致意

焉”[2](P66)，在批改学堂学生的读书札记时，常把兴

民权、孔子为改制变法的先师、人人平等、清初对

汉人的杀戮等作为批语，“春秋大同之学，无不言

民权者，盖取六经中所言民权者编辑成书，亦大观

也”“二十四朝其足当孔子王号无人焉，间有数霸者

坐于其间，其余皆民贼也”“今日欲求变法，必自天

子降尊始，不先变去拜跪之礼，上下仍习虚文，所以

动为外国讪笑也”“屠城屠邑，皆后世民贼之所为，

读《扬州十日记》，尤令人发指眦裂”[10](P548-549)。这

些言论引起“全湘大哗”[2](P83)，后来顽固派以此攻

击他“语多悖逆”[13](P468)“非圣无法”“创为民主民

权之说……风俗人心，因之大坏”[13](P472-473)。

在黄遵宪、梁启超等人的努力下，时务学堂的

经费、校舍、生源等问题都逐次得到解决，培养的两

百多名学生大多都在后来的政治、经济、教育等领

域卓有成就，如领导自立军起义的唐才常、领导云

南辛亥起义的蔡锷等，都是其中的佼佼者。湖南的

社会风气也更加开化，各地竞相组织新式学堂，传

播近代科技文明和思想文化。

梁启超说湖南推行新政的目的在于：“一曰开

民智，二曰开绅智，三曰开官智，窃以为此三者，乃

一切之根本”[4](P137)。创办时务学堂，就是为了“开

民智”，即用西方人权、平等等思想教育感化学生，

激发其应对民族危机，谋求国家富强的责任感和使

命感。在黄遵宪、梁启超看来，除教给学生近代先

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及与西方国家的交涉之道外，更

重要的是培养其近代公民意识。对于“开绅智”“开

官智”，他们也分别筹划和实施了南学会和课吏堂，

以提高士绅、官员的近代意识，也都取得一定的成

效。

三、天各一方仍书信交流救国方略

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后，谭嗣同等“六君子”

被杀，黄遵宪因受到英、日等国驻华公使的保护而幸

免于难，但被罢职回乡。“惊喜读书声到耳，细听仍

是八铭篇”“篱边兀坐村夫子，极口娲皇会补天”[8]

(P121)，他发现家乡的读书人仍埋首于八股时艺，老百

姓仍执迷不悟，自己苦心经营的维新运动似乎没有

起到什么作用，不免惆怅不已。“忍言赤县神州祸，

更觉黄人捧日难”，他因而对国家起衰振敝渺无希

望神伤不已，与当初寄诗梁启超“黄人捧日撑空起，

要放光明照天下”的心态和气势已大不相同。但他

并未就此颓靡，“病久忍摩新髀肉，劫余惊抚好头

颅。箧藏名士株连籍，壁挂群雄豆剖图”[8](P111-112)，

即使久病缠身，差点因推行新政丢了性命，但仍然

把列强瓜分中国的“形势图”挂在家里，以警醒自己

要等待时机，奋发图强。

黄遵宪怀念流亡海外的梁启超，“汝亦惊弦者，

来归过我庐。可能沧海外，代寄故人书。四面犹张

网，孤飞未定居。匆匆还不暇，他莫问何如”[8]（P112），

担心梁氏在清朝四处缉捕之下的命运。“风雨鸡鸣

守一庐，两年未得故人书。鸿离鱼网惊相避，无信凭

谁寄与渠”[8](P121)，感慨长期书信不通，一腔衷肠无

人可诉。

从1902年起，黄遵宪终于恢复了与梁启超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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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，此后两人常有书信往来，直至他1905年去

世。1902年，梁启超在日本刊行《新民丛报》，发

表《新民说》，鼓吹“破坏主义”，“必取数千年横

暴混浊之政体，破坏而齑粉之”，即提倡用革命的

手段推翻清王朝的统治[14]。黄氏对此不同意，写了

约六千字的长信给梁，说中国人“麻木不仁”“奴

隶成性”“无权利思想”“无政治思想”“无国家思

想”“胥天下皆瞢瞢无知、碌碌无能之辈”，对他们

大讲“破坏”“震以非常可骇之论”，将会导致“血

涂原野，骸积山谷”非常可怕的后果。他认为和清政

府“调和融合”，共御外敌，才是可行的做法[15]。除

此之外，他对梁启超的“保教”“保国粹”等主张也

多不赞同[6](P117-120)。这段时期，黄遵宪对亡命海外

的梁启超仍寄予厚望，曾对亲友说：“任公为吾振

法螺于外，而吾为其结权臣于内。局势有变，则任公

归国，而吾出山，维新之业可复”[6](P126)。所谓的“局

势有变”，应是指当时部分地方督抚和立宪派掀起

的立宪运动，黄氏寄望于这一运动能够获得成功。

1904年末，他写《病中纪梦述寄梁任父》，仍希望清

政府能实行立宪，早开国会[8](P148)。

1905年3月，黄氏给梁启超写最后一封信，几天

后便溘然辞世。他说：“余之生死观，略异于公，谓

一死则泯然澌灭耳。然一时尚存，尚有生人应尽之

义务，于此而不能自尽其职，无益于群，则顽然七

尺，虽躯壳犹存，亦无异于死人。无避死之法，而有

不虚生之责”[6](P128)。一息尚存就要为实现自己的志

向不懈努力，否则便“无异于死人”。从上文所述可

以看出，他从参与维新事业直至生命的尽头，确实

是一直都在追求宪政的实现。

黄氏死后，梁启超撰《嘉应黄先生墓志铭》，是

黄遵宪的堂弟黄遵庚请他所写，并说这是黄遵宪的

遗志。此文开篇就盛赞维新运动时期湖南的新政及

黄遵宪的业绩，“（黄氏）与陈公（按：指陈宝箴）戮

力殚精，朝设而昔施，纲举而目张，而其尤为先生

精心所措注者，则曰保卫局。”继而追述黄氏一生主

要经历，尤其是多次出使国外，习于外交以及文学

作品、家庭状况等。末尾梁氏追忆了与黄遵宪的相

交相知，“启超以弱龄得侍先生，惟道惟义，以诲以

教。获罪而后，交亲相弃，亦惟先生咻噢振厉，拳拳

恳恳，有同畴昔。先生前卒之一岁，诒书启超曰：‘国

中知君者无若我，知我者无若君’”[8]，对这位知己

好友的悼惋之情跃然纸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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